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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实践与创新研究

主持人的话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　晖

公共治理是对复杂社会条件下多重公共事务管理需求的综合回应与概括。公共事务管理

走向治理时代，说明人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与途径选择，已经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相对单一

的模式转变为包括传统公共行政在内的更为多元与复合的模式。协商治理就是在这样一种背

景下而出现的。协商治理强调公民理性参与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既有的公共行政模式下，公共治理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与利益博弈相互缠卷的过程，民

众被疏离在公共决策之外，人民的主权得不到实现，治理的民主真实性是不充分甚至是缺失的。而

在协商治理中，公民真正进入决策过程，人民的主权得到了实现，民主的真实性获得质的改变。从

已有的实践来看，协商治理主要关注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

性等问题。更好的公共理性是协商治理的标识性价值，也是协商治理之所以称为协商治理的根本

依据。更好的公共理性是审慎参与的结果。在协商中，各参与者在提出、批判或反对各种观点时，

都要陈述他们的理由，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认真听取别人的观点。公共协商的过程使决

策理由更理性、更公平。而理性既是参与者之间的，又是参与者与政府之间的。经过协商，不仅参

与者之间可以就公共议题达成某种更理性的认知，而且参与者与政府通过交流又可以形成一种更

理性认知，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协商过程又是一个参与者与政府共同进行知识生产的过

程。从知识学的角度看，这种理性主要是一种需求理性而非专业理性。因此，公共协商更主要的是

一种公共需求的揭示与形成的过程。政策合法性是协商治理的输出性价值。公共治理是一个政策

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因此其合法性最终要由政策合法性来体现。提高政策合法性是人们关于协商

工具性价值的一个普遍共识。公共协商不是私人利益的简单聚集，而是通过寻找公众认可的共同

利益及其实现路径而制定政策，这样的政策其合法性将大大提高。

在实践中，运用协商治理理论治理城市公共事务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城市基层治理的

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一文以Ｎ市“仙林模式”为案例，认为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

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

“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

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社

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治理结构创新》一文认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听证会、行业自主管理、社区

自治等都是“共治”结构替代组织结构的典型形式，而“共治”结构背后的逻辑是强调制度规范的

作用，在制度的框架之下，各个行动者主体地位平等，尊重个体知识的分散性，主张行动者的充

分协商，政府秉持平等、开放、互动的原则引导社会行动主体全面参与公共治理，促成行动者的

全面信任“关系”，行动者构成的信任网络维系彼此的关联，关注共同的事业，关照彼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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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陈　辉

［摘　要］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

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

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Ｎ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

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

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

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关键词］　城市基层治理；基层社会；复合治理；网格化治理

一、导论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这表现在城市的地域、数量、规模、人

口的有效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２０１０年城市化率为４９．６８％，同２０００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１３．４６个百分点，相较于１９４９年与１９７８年分别提升了

４２．３８％、３１．７６％（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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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建国以来城乡人口比率的变化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若将城市中非农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毋庸讳言，城市已成为主导国人的生活区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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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的治理研究，对

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界对

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１．以街区

权力的行政运行为视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Ｒｅａｄ认为城市

居民委员会是行政性草根接触（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邻里组织，在其中国家创

造、支持并管理着城市底层的组织网络，此种组织

网络发挥着推进治理与政策执行的功能；朱健刚用

“社区行政建设”分析１９４９年以来街道权力的变

迁。① ２．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角度：费孝通先

生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应确立起以群众

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林尚立将城

市社区视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②

本文试图从分析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入手，通

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纷繁复杂社会现象背后

基层治理所隐蔽的逻辑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

是如何实现有效合作的问题。在案例研究的基础

上思考善治的内在理路与社会机制。相较于实验

法、大样本统计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检验与

创造理论、辨识前提条件、检验前提条件的重要

性、解释内在的运行机制。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

注重探寻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当事人对

自己在事件中动机和信念的访谈，这些联系和参

与者的陈述可以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线索，而本

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具体的原因和结果

代表了什么样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和内在的逻

辑？③ 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个案的普推性问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因而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案例研

究、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从而来理解城

市社会管理的真实世界，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逻辑：

以Ｎ市Ｘ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推理、总结、抽象以获

得系统知识的思维过程，是关于“一切物质的、

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

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

和、结论。”④而基层治理逻辑主要包括基层治理

的基本预设、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下文以 Ｎ

市Ｘ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１．案例描述

Ｘ社区位于南京市 Ｑ区东部，占地２４．１万

平方米，居住着约１６００户居民，不少业主租用小

区车位。２０１０年８月开发商张贴告示：自２０１０

年９月１日起不买地下车位的业主，车子一律不

准进小区，由开发商聘用的世豪物业公司随之

执行该规定，阻止未买车位业主驱车进入小区。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早上小区物业公司不让未买车

位的业主私车进来，引发冲突，傍晚下班时因为

小区物业的阻拦导致几十辆小区车停在小区大

门外，堵住小区入口与杉湖西路，愤怒的业主打

断了小区入口的门栏，９月 ４日冲突进一步升

级，开发商雇佣了当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

制服，协助物管暴力打伤部分业主，这期间辖区

派出所多次接到业主报警电话。

９月５日多名业主驱车来到Ｑ区政府，将大

门堵住寻求说法，Ｚ副区长接见业主代表，答应

在一定期限内回复相关问题，９月６日Ｘ社区所

在的仙林街道办事处（归属Ｑ区政府管辖）责令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必须让业主车辆正常停放，

在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妥善

解决问题的方案。小区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４日召

开“首届业主大会”，并且设立１０个流动票箱，

每个票箱由２名小区居民和２名街道工作人员

保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而后由

新组建的业主委员会重新聘用了名城物业公

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车位门”冲突渐渐

平息。

２．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出发，取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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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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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６７页。



从冲突与合作两个层面来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基

层治理的基本逻辑：

首先，市场的逻辑。在基层社会场域中，理

性的主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追逐各自

收益的最大化。假设车位出租，开发商有一定

的收益，也方便了业主停车，双方的收益各自为

１，业主是以较低的价格实现停车，开发商也会

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出售，则

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此对应未买车位的业

主相较过去则须付出很高的报酬，开发商与业

主的各自收益为（９，－９），因为月租２００元的车

位还是较昂贵的，而此时若买车位则已从开盘

时的８万元涨到１３万元，业主难以接受，因而与

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如图２所示的博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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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业主与开发商的博弈模型图

　　个体理性的策略使得拥有地下车库产权的

开发商将车位“只售不租”视为最优策略，并且贴

出告示：“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不再对地下车库

有产权车位进行出租，如需固定车位位置的业主

请联系……”，物业公司系由开发商聘用，他们之

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物业公司随即发布通

知：“不允许地面停车”，“不买车位，业主开车回

不了家”，他们认为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车位。

业主的理性选择是拒绝接受，并且打断了物

业公司封门的护栏，在小区内悬挂“无良开发商、

强卖车位没商量”，“反对强卖车库，还我和谐家

园”的条幅。因此在这里，开发商与业主（不合

作，不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Ｎａｓｈ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也是各自的优势战略（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一旦锁

定（ｌｏｃｋｉｎ），双方都陷入困境之中，这就蕴含了深

刻的隐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ＮＰＭ）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① 其基本假

设为只要满足社区个体的需求则为良好的治理，

市场是万能的，依靠“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之间

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帮助。通过追求个人利益

的最大化，可以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舍此别无

他途，亦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

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

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②但是个体自利

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甚至整体

利益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调节，霍布

斯认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须“把大家所有的

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

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

体。……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

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

因为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发现所有定律的能力，即

使有也不见得能准确运用。③

其次，国家的逻辑。Ｘ社区因“车位门”所

引发的困境由行政权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区

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区业主第一次民主选举

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车位采

取售租并用的双轨制，冲突渐渐平息。由于行

政体系的权威性、公共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

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层政府仍具有较高的危

机化解与服务能力。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

Ｎ市６个社区 ５２０户居民发放关于“组织信任

度”的结构化问卷，问卷题目为：“你认为下列哪

些组织能代表与保护居民的利益？”统计如图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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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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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１９９３．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年，第１４页。
［英］霍布斯：《利维坦》，赵雪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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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公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

当前随着城市行政资源下沉，国家的逻辑

体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科层制

结构，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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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市管理的科层制结构

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国家政令

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另一方面科层制结构

的等级化、封闭性、逆向负责制使得基层政府对

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存在着迟缓、被动、前瞻性

匮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出现梗阻，问题由萌

芽生成危机之后才会着手治理，正如参与集体

行动的Ｘ社区业主所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

解决，大闹大解决”。同时，这种命令———控制

型的治理结构也使得不少决策难以反映公众的

真实诉求。例如，Ｑ区政府房产局决定对Ｆ社区

整治出新，施工队进场对居民楼粉刷出新，可当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停工了，原来区政府拆

迁办通知房产局这里将拆迁，结果居民楼的外

墙黑黄相间夹杂在一个立面上，再加上原先还夹

杂着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区居民说：“整

幢楼看上去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大花脸，比以前

还难看”。① 基层政府１０多万元的花费并未带

来群众的满意。

国家的逻辑体现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主

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城市在这

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

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②国家逻辑的

基本预设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确而理性的

决断，通过政府的深度干预维护公共利益、提供

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

会，指令的发布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约

翰·密尔所言：“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

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

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

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

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

害处就开始发生了。”③

本文并不否认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在

治理方面的优点，但是当这两种逻辑在基层治

理实践变得绝对化后，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因此，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日益复

杂的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地二元对

立。正如“车位门”冲突的平息所揭示：国家通

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可以为基层民主与社会自

治的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实现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与路径：

社会管理的创新

　　“车位门”事件平息后，Ｘ社区所在的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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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梅建明：《南京七里街一小区出新一半竟停工》，《扬子晚报》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日，第Ａ１５版。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６２页。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７页。



街道进行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将群众自主

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相互集合，

形塑多元治理的网格化平台，具体做法是以社

区为基本单位，楼栋为基本单元，街道２３．１７万

平方米具体分为６个一级网格，４０个二级网格，

１１４４个三级网格（驻街单位），覆盖辖区８个广

场、１１所高校、１４个商业网点、１个经济适用房

小区、２４个商品房小区、２５条道路、９０８家五小

行业、１３４１个楼栋，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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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网格化治理的双向结构图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社会管理方法，

结果是减轻了一个症状，又导致或引发了多个

症状的出现，难以标本兼治。与此不同，仙林街

道社会管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

的公众需求有机结合，其基本模式为：网格连

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复合治理

（如图６所示）：

图６　网格化治理的模式图

“网格连心”：以公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

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各类人群以

及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

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

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

的“连心桥”。

“服务为先”：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

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

移关口，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

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

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

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

“多元联动”：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民主选

举产生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社区公

共事务，优化街道内部干部的岗位责任体系，打

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建立街道、

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

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

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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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

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

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

社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①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层制，一方面发挥政

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主动发现问题，解

决在民众投诉之前，从源头上解决因决策不慎

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重视多元

主体的自主、自治与协议作用，构建互惠、合作

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力图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良性互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一

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三者之间的中道，从而形成

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弥补

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与社会局限。

仙林网格化管理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２０

多位一跃成为前列，２０１１年全年月度综合排名获得

１０个月第１名，２个月第２名，街道综合工作全年在

全区月度排名１０个月第１名，２个月第２名，先后

与驻街高校联合成立了５个科技园、引进项目２４

个，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由于及时解决民

众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

与民众的关系明显改善，民调满意度达到９５％以

上，并且实现了“零上访”。② 那么，仙林网格化管

理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从治理的结构、主体、机

制与技术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运行特点。

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扁平化结构

转变，街道干部下沉到具体网格，“办公室”设在

各自负责的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

中办”。依据社会管理对象的特点成立网格服

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商业服

务中心，集中解决独立网格难以解决的问题，从

而形成网格与中心相结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体：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

体转变，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企业、学校、

物业公司成为网格治理的节点，通过定期召开

的网格联席会议，改变了科层制政府垄断性的

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参与，多

元共治、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治理机制：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由

条块分割向网格集成与综合治理转变，实施“全

方位、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力图将矛盾解决在

萌芽状态。

治理技术：植入了计算机领域的“云管理”

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枢架构及高位协调处理、信

息服务，形成松散耦合而统一的云处理共享模

式，三级网络相互支撑的储存器单位元将社区

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民众信访全部纳入

网格化平台，及时采集、存储、分析、反馈与决

策，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

由上述对仙林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

知，网格化治理是一个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

密相连的有机体。从知识谱系上溯源，网格化

治理可以归结到苏格拉底。他认为：“当一个国

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

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

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

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

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③

四、结论与讨论

早期的组织管理在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都

比较欠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需要依照理

性原则建立起科层制组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

管理有助于整体性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有形之

手对于实现社会公平亦有积极意义，但庞大而

臃肿的官僚结构压制了个人自由与活力，阻碍

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公共管

理激发了个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有助于组织效

率的优化，但政府的缺位无助于整体性公共产

品的提供，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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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办事处：《以群众工作为根本，创新社会管理“仙林模式”》，２０１１年。
王勇等：《“仙林模式”赢得各方赞誉》，《新华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７页。



·波兰尼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历程是自我调

节的市场运动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交织共生

的双向运动（ｄｏｕｂｌ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市场经济只有

在一个全面信任的氛围下才能运转”。①

网格化治理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

作与互动，它并不仅仅是行政下移、加大控制，

亦不是政府职能的弱化与缺位，而是将社区治

理划分为若干网格化、弹性化的工作团队，通过

“居民议事会”、“社区恳谈会”、“网格联席会”

等形式，建立深入交流与合作的互动机制，重视

公众参与政府回应，完善公共服务，创新调解机

制，提升自治能力，从而吸纳压力与化解风险，

形成植根于具体场域，有效而信任的治理结构，

实现社会公平，提升组织效率，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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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管理模型的两维度分析

　　由此可见，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在于超越国

家抑或市场的单一治理逻辑，规避市场治理与

政府管制的内在缺陷，其实质是中道的治理逻

辑，蕴含着自我修复和完善机制，正如约翰·密

尔所言：“在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关注点上，

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面相互协调和结合的

事情”②。国家构建制度化的渠道保障公众的利

益诉求，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促成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亦使得政府高效与廉洁行政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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